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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派散文是近现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市民散文，其突出的特点是发现

日常生活本身的美、幸福与乐趣，不求“载道”或本质，是传统文学中居于主流之外

市丼生活的发展与扩张。海派散文的发生与近现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相始终，本质上

属于工商文化的精神造型。在一定的意义上，海派散文正体现了工商都会的主体意识

，其所表达的是置身于现代工商社会中普通市民的人生感受与普遍心态，是近现代上

海都市文化因内而外的主体性表现。海派散文作为近现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市民散

文或生活散文也同时标识着近现代中国工商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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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章衣萍、林微音、钱歌川、马国亮、梁得所、潘序祖、徐訏、张若谷、汤增敗、苏青、张

爱玲、无名氏、丁谛等为代表的，集中于近现代上海的，以同情、欣赏的眼光将都市生活与都

市情感作为中心表现的海派 1 散文，是近现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市民散文。其突出的特点是

发现日常生活本身的美、幸福与乐趣，不求“载道”或本质，是传统文学中居于主流之外市井

生活的发展与扩张。海派散文的发生与近现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相始终，本质上属于工商文化

的精神造型。在一定的意义上，海派散文正体现了工商都会的主体意识，与工商文化互为表里

。其所宣叙的是置身于现代工商社会中的普通市民的人生感受与普遍心态，是近现代上海都市

文化因内而符外的主体性表现。海派散文作为近现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市民散文或生活散文

也同时标识着近现代中国工商化的进程。

一、工商化进程与沪上散文的分形

海派散文从来不是近现代上海散文的唯一形态，其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始终伴随着“鲁迅风

”杂文、现代性灵小品等其他形式的散文品类，且常常有着交互的影响。而近现代上海散文的

复杂多元生态正是决定于海派文化的混合及移植型态。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工商性与地方性

。海派文化的工商性规约了上海人趋新尚新与西方都市化的洋气。海派文化的地方性主要体现

于江南吴越文化，典型的是两浙文化的神秘性，基本有二：“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

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点

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点的洞彻与措间的犀利。”如果说，海派散文对应着都市文化的工商性，

则“现代性灵小品”与“战斗”的“杂文”则对接着两浙文化的两种潮流。不过，都市工商性



的发生与发展固然规约了海派散文的发生，也天然提供了性灵小品存适于此的可能性。工商文

化追求的是开新蜕旧，交流融通，是传统乡土中丨司中的异流，本身即包含着民主与个性解放

的 W 子。现代性灵小品所推崇的晚明性灵文学即是在士商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名士自有的文

化意识与生活风尚也只有在相较宽松的工商化的环境中方能更好的存适，因为其狂放不羁、自

由洒脱的个性形态与乡土中国的政治性是对立的。

海派散文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旧派市民散文(主要指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散文创作）体现着

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但已经属于商业文化的产物，其显在的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

学观念，正体现着市民的生命力。新派市民散文即现代市民散文是现代都会的产物，是 1920

—1940 年代中_现代都会的生命意象。现代市民散文的取材极为广泛，是与现代市民生活的无

缝接轨，其提供给读者的不仅仅是文学趣味，更是一种生活实感。现代性灵小品也写生活的日

常性，但较之现代市民散文终究显得渊雅，距离生活与大众比之市民散文毕竟远了一层。现代

市民散文的写作门槛很低，有专门的散文小品作家，更多的则是一些文学修养丰富的非文学作

家，是一种大众化、平民化的散文写作。现代市民散文是现代都会真正的产儿与自主的发声，

更多来自都会生活的刺激。但周作人、林语堂等的现代性灵小品却深远影响了现代市民散文的

品格。有着相当京派背景的林语堂所办刊物的“宽容”客观上成为现代市民文人集聚的场域，

提供了现代市民散文产生的平台。周作人等京派作家在林氏刊物上的集体展现，也很难不对现

代市民作家产生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影响。作为编辑家与散文理论家的林语堂在论语派刊物上

的凸显，也在时时昭示出一种报刊文体的写作范型，会潜在规约着市民散文的文体选择。概言

之，周作人、林语堂等的现代性灵小品提升与雅化了市民散文的市井气，延续与发展了“五四

”以来京派作家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使其更能以花样翻新及相对高雅的品格深得文化市

场的接纳。

“兽迅风”杂文在显在的层面上对举于现代性灵小品及市民散文。鲁迅从不讳言上海的烦

扰势利与险恶，他更喜欢北京的沉静。兽迅看中上海的也许只是租界环境的安全、包容与发挥

战斗的自由。他在《小品文的危机》里就明确批评林语堂提倡的幽默与闲适实在是“将屠户的

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在风沙扑面，炸弹满河的情势下，“将粗犷的人心，磨

得渐渐平滑”。而在《从讽刺到幽默》一文则又强调：“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

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

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 n 闷气，要借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但其中单单是为

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不少。”在兽迅看来，性灵小品的“幽默”易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为笑

笑而笑笑”的“滑稽”无聊小品。并且指出“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

尽的”。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里，则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批判”没海者”文人的

近商性，指出其不过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风”杂文的重要作者唐钗在《游戏文章》里

亦嘲讽林语堂倡导“性灵”是“从古墓里腐烂的尸骨上，刮下一些碎屑，当作药末，来医时行

症。”其实，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初衷是说真话，力避滑稽与刺激，追求一种有所寄托的纯

正的幽默。但现实中，理论的影响与创作的实际并不一致，在后起年轻一代上海文人那里的确

常常出现幽默的变味，流于游戏与滑稽，甚至如章克标等以极度“轻浮的态度”表达 A 己“极



端”的个性。这种“极端”性灵表现的“幽默”在一定程度上又有着消解“个性”的趋势，即

现代文明下的“热情”的衰退。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解，而是文明发展到一定层次上所呈现

出的格式化的惰性。诚如陈淑华所说：“文明愈进，人便一天一天愈近于‘机器人’，在一定

的时候办公，归纳人几条一定的定律的封套以内，万不许有热情存在。于是性灵再也抬不起头

来了。当然，这也正是性灵小品与现代市民散文的区别点之一。兽迅在批判性灵小品与市民散

文的同时，也有对其宽容与肯定的一面。工商文明本身就规约着个性的张扬与性灵的解脱。兽

迅的杂文无疑也是一种性灵杂文（但是一种社会性的性灵言说）。兽迅始终认为，“好的文艺

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厉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

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即便是“遵

命的文学也必须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兽迅所反对的是“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落

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影响“鲁迅风”作者的多是社会严

峻的现实而不是上海的 T：商环境。然而，“鲁迅风”杂文的存在对上海的幽默性灵小品与现

代市民散文却也有着纠偏的意义。它在时刻提醒着性灵小品与市民散文不要往着“油滑”方面

的发展并得以保持风格的新变。

乡土中国土壤上产生的现代都会毕竟不同于两方，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形成的现代都会工

商文明，处在中国广远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而且，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华界、租界、华洋过渡

界杂存之地。乡土文化是一种政治型的文化，政治文化强调一种统一、严肃以及激烈、批判、

战斗等，追求宏旨大意，带有一定的“贵族气”。工商文化追求的是个性、自由与宽容，并因

之带有着轻趣、世俗与洒脱。整体言之，性灵小品与“鲁迅风”杂文较之市民散文，有着较多

的乡土文明的精神面影与中华传统文明的独立品质。而市民散文更多地直抵都会工商文化的内

核与新的精神的“原乡”，在城市与乡土经验的激荡中，“西风”压倒了“东风”。但以上海

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都会源于西方的殖民化而被动兴起，有着原初的创伤经验，市民散文又更

多地表现出对两方“物质现代性”的崇仰与机械性的审美及先天的颓废。在不统一、不彻底的

近现代都会文化环境下，由于作者各自文化的偏重，出现了散文审美区域的分裂与抒情主体视

角的离散，进而保持了多元散文的相对独立。

生存于海派文化场域中的都会文人在“工商性”与“地方性”的共同作用下，时或有着文

化心理的“双柄”或“多柄”的复杂形态，也由是决定了其散文创作界限的模糊，各类散文之

间的游移或越界创作时有存在，显示出分裂而模糊的文化时间意识与城乡镜像的暧昧与混杂。

比如：林语堂的性灵小品尤其是 1930 年代前期的小品文字是时涉政治与时事的，似杂文的笔

法，而一些篇目如《梳、篦、刹、剥及其他》《悼张宗昌》《奉皆不哭不笑》《上海之歌》等

本身就是杂文。他的《梳、篦、剃、剥及其他》即以四川童谣“匪是梳子梳，兵是篦子篦，军

阀就如剃刀剃，官府抽筋又剥皮”讽刺了“匪不如兵，兵不如将，而将又不如官”的政治现实

。林语堂发表于《论语》第一期的《悼张宗昌》句句反语，惋惜张氏的被刺，赞颂他的“刚勇

”、“直爽”、“良心”及忠孝，但这恰恰是在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奉旨不哭不笑》一

文所指出的“九•一八”严禁游行与“双十”停止国庆的两大政策实在是让国人哭不得也笑不

得的政策，讽刺了闰民党当局党治与训政的专制性。而他的《上海之歌》名为歌颂，但分明是



对上海工商文明的揶揄。请看他的叙说：神秘而伟大的上海，是铜臭的大城，“搂的肉与舞的

肉的大城吃的肉与睡的肉的大城”，“行尸走肉的大城”，……“你这中国最安全的乐土”，

“我歌颂你的浮华、愚陋、凡俗与平凡。”性灵小品在当时越来越严肃的上海的存适环境是艰

难的，与官方当局与左翼文学都是对立的。如当年《语丝》文体里的“任意”,性灵小品的滑

稽里有的是“正经”与“严肃”。在对待官方与正统的态度上，性灵小品与“鲁迅风”杂文确

又属于同一战壕。

市民文人同样有着对工商文化与都会现象透视及批判色彩的市民化杂文，旧派市民文人的

鸷蝴散文一开始就有着浓重的杂文气息，其揭露抨击黑暗现实，痛斥二十一条，讽刺封建军阀

政客及世风等横眉怒目式的笔墨在诙谐的主调中时现丰姿，杂文笔法在现代市民散文里依然故

我。如：杨剑花的《上海之夜》说上海的白天浸在煤烟灰尘之中，而夜的上海却是“歌舞声平

”，“在夜的上海人，个个是漂亮，是阔绰，是享乐。除掉盯着行人，一味恭维的小瘪三是例

外。”在夜的上海，“寻欢作乐的去处，是多得不可胜数”，“只要有钱，只要肯花，什么都

有，真是‘万物皆备于我！’”邵洵美在《感伤的旅行》中强调自己与上海的血肉关系，但也

深感对上海的厌倦。上海有他的家与新居，是一部自己的历史。然而，“在上海路上走，我会

有一万个念头，每一个念头是一个埋怨。”因为“常住上海，头脑会变成很简单”，“从窗口

看出去，一片片红瓦该藏着许多复杂的故事。用不到你管；你要，自己家里也有。曾经想要探

听每一个人家里的秘密，合起来一定是部不朽的作品；但是他们的情节的类同，会叫我奇怪上

帝的创造，也不过是自己在重复地模仿着自己。”复制化的现代上海啊！叶灵凤的《煤烟》主

要思考与批判了近现代物质文明给上海带来的污染。现在的江南，尤其是上海，如林的烟闵胃

出来的煤烟，混沌腐臭了的上海的河流，已经摇撼 r“江南明媚静谧空气中的诗意”。另外，

市民文人王仲鄂的《病中杂记》，徐光燊署名“坦克”的《夜归》，徐翎的《生之寂寞》，鲍

莘锄《漫谈卖淫》等，则是对都市平民及知识者生活的寂寞与优郁，生存的艰难，生涯的寂寥

等都会负面现象的关注与透析，虽无批判的锋芒，但亦显示出“左倾”文学的色彩。其实，近

现代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工商文化，是乡土中国占据主流的国家政治文化之外的一种自足自律的

非正式的边缘文化，对封建性的政治文化具有一种天然的对抗性与否定性，故而，工商文化规

约下的市民散文先天就有着杂文式的批判性。封建性的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积习，长期伴

随着现代中_都市化的进程中，使得中闺都市文明变得复杂，也由是决定着市民散文对都市文

明本身的反思。

不过，同样是杂文性的批判，但三者的基本态度与笔法却也判然有别。“兽迅风”杂文是

近于直面严肃的批判（当然也冇曲笔），而性灵小品是詹詹小言寓含宏旨。“兽迅风”杂文与

现代性灵小品似乎是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与发展着“五四”时期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判及西方的

自由民主，只是现代性灵小品少了些许严肃，没有“兽迅风”杂文对政治及官样文章对立的尖

锐与激烈，也不再以文化英雄的面貌出现，有着“拟”市民化的意味。但性灵小品文人又不是

泯然与俯就于市民中的普通人与市民大众的写作，而是以隐身的方式拟市民大众的口吻看取社

会的真实，幽默的外壳似乎成为现代性灵小品批判现实的方略，在对既有传统与权威反抗性这

一点上，现代性灵小品与“兽迅风”杂文恰似“软”“硬”两面的互相补充。市民文人杂文虽



有杂文文体间有的“泼辣”与“尖锐”，但较之“兽迅风”杂文，往往是温婉含蓄的旁敲侧缶

，也不似性灵文人杂文隐秘的“崇高”，更多的还是以平等的腔调、平视的视角追求着市民化

的诙谐。

海派文化当中居于主导性的工商文化规约与呼应了市民散文与性灵小品，也同样影响着战

斗性的杂文。得迅的“花边文学”与“准风月谈”即是以闲适幽默甚或商业化的外衣包裹着内

在的“风云”。鲁迅 1930 年代经常发表作品的《申报，自由谈》也一直强调趣味与消逍性的

办刊思路与编辑方针。《自由谈》的版面就设有“游戏文章”、“海外奇谈”、“岂有此理”

、“博君一粲”等栏目。本为“鲁迅风”的一些人，如文载道、柯灵、周楞伽等，也时或有着

市民化的笔墨，缺少匕首投枪似的讽刺锋芒。写作性灵小品的周黎庵、谭正璧、金性尧等，也

偶有市民意味较浓的散文创作，似以城市异质者的眼光在接近着都会的秘密，而且颇为真切。

当然，由于乡土文化的滞重与积习，所谓市民散文的代表作家在以都会文化塑造下的审美眼光

与心灵主体全面考 tt 都会人事物像时，也时以眼角的余光与心灵之一寓流连乡土。在共同的

工商语境中，生活于都会中的文人似乎都失去或消解着传统文化的精英意识，或抒写遭遇都会

时的情感与忧郁；或抒写自我被都会机械文明抛入疾驶轨道中的兴奋或不合；或抒写都会环境

串，的无根与漂泊；或抒写都会文明病的愤懑，等等，与当时的革命主潮或传统文明，仿佛都

冇了隔膜，再现了梢神孤岛与时代夹缝中的精神状态。

然而，海派文化虽然混合有传统吴越诸文化的成分，但工商文化毕竟是其核心与主体。市

民散文正体现了工商都会的主体意识，与工商文化互为表里。故而，在所有存于都会的散文形

态中，最有资格代表海派文化的只能是市民散文。其所宣叙的是置身于现代 T：商社会中的普

通市民的人生感受与普遍心态，是近现代上海文化因内而符外的主体性表现。它“弥补了”杂

文“无我的不足”，亦“纠正了”性灵散文“唯我的狭隘”，拓宽与延展了闲适派散文的賴域

，接续与发展了“五四”时期幵始的生活化散文的传统，自属于新鲜与未来。

二、“人”的回归与审美形态的革命

作为现代工商文化的产物，海派散文更多地执于形而下的物欲与官能的追求，有着平民化

、平面化的审美意识。读海派散文，仿若感觉到一个琐屑但却真切的生活世界，它不是历史的

，而是一种生活与现象的呈现，体现着市民清醒的现实主义。海派文人不太相信日常生活之外

的历史，而是关注于俗世之中可触摸的真实存在，不求高深哲理，嗜谈俗事常情，显生活的本

味与真实。方寸之中所遇、所感、所想，尽可以说理、叙事与抒情，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

有着浓厚的小市民情结及生存意识，杂遝、卑俗、热闹是其标签。海派散文的突出特点正是对

多样日常生活（主要是都市日常）与现实的逼近以至融合，很多生活元素直接进人作品，而非

表现或再现，是一种对“实”生活的审美。臂如：丰子恺笔下的众多有情世相或无情物象虽有

自我的竹理与禅悟，但同样包含着对生活的浓厚情趣与日常人事的热爱，他宽容地审视着都市

与乡村的一切。“柴米”、“油盐”、“肥皂”与“太阳”等恰恰是张爱玲沉醉于此并努力从

中发现一个安静的所在，其散文的日常抒写正似一种感性的生活流，几多苍凉，几多虚无，几



多无奈，且又几多温热。章克标的散文则以平视的眼光看取俗世的一切，以轻松漫聊的方式肆

意臧否身边随遇的一切，在近于“油滑”与插科打诨式的腔调里消逍与消解着现实人生的一切

。钱歌川的散文落点小，是“竹头”“木肩”，但挖掘深，优雅地看取日常生活的真相，他用

轻松与沉重解读着生活的沉重与紧张。街头巷尾的情调，茶楼酒肆的意兴是予且散文运思的基

点，予且散文所惯常表现的正是市民百态及普通都市人与物的关系，从习焉不察的生活“琐屑

”上，寻觅生活的意义与人生的深度，他是都市生活的体验者，也是都市的精灵。梁得所的散

文写上海都会生活的复杂声浪，撼动的空气，黄埔滩的別离与欢愉，南京路的繁华，北四川路

的夜生活，等等，虽杂有东方精神主义者的心里冲击与个人主义的享乐意味，但究竟彰显着郁

勃的生命力。张若谷的散文是“灵”与“肉”的饮食，感觉的盛宴，他是都会的礼赞者。

整体而言，海派文人身体力行感性融入的日常生活，是应景的、情绪的，却是真实的，体

现了海派文人对传统知识分子“教化”或“教育”等精英意识心态的远离及其对居于下位的市

井小民情绪的靠近。在“实”生活的层面上，反映出都市的都市面相及主体心灵的都市性，而

且，海派散文作家庞大的阵容与成分的复杂决定了海派散文日常生活样式与人格模式及都市情

感的差异与多元。但在现代都市工商语境的共同规约下，差异与多元之中又有着共通性。整体

而言，它俯下身子，排斥传统理性与本质，模糊现实与审美的界限，是市民话语的奇丽景观。

传统超越性的官方或精英意识开始倾向于大众性的感性娱乐，理性规约让位于鲜活的生活，海

派散文给予读者的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与感性的自明，诚然，日常生活一直存在，但作为一种观

念与审美，却是现代的产物。由古及今，曾有过“性生活”与“低贱生活”、“神圣生活”与

“世俗生活”、“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等的区分。日常生活包容广阔，难以定义，几

乎所有鸡零狗碎的东西都可以归人其中。尽管如此，它还是有其最基本的特性。西方的费瑟斯

通曾尽力为其概括出了五个特征：“重复与习以为常、再生产与生计维持、非反思的当下性、

共在的快乐体验，以及差异性。”近现代以来，特別是 20 世纪 30—40 年代上海工商业的高度

发展决定了上海已然进入消费性的现代市民社会，改变着海派文人的价值观、人生观、职业观

、审美观等，是一种由内到外的深切改变，规约着他们从轻就俗，走向市民，走向大众，走向

日常，也就进而决定了海派散文对都会空间中的偶然、短暂、转瞬即逝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关照

。一般来说，文学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它的是与否均裁决于当时的文化。文学本身

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建构，以诗意的眼光审视凡俗琐碎的 H 常生活，意味着一种审美形态的革

命，反映了文学与文学本质的改变，也意味着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海派散文已经不同于对自然

、宇宙、山林、田园等的传统乡土中国式的审美，也不同于“五四”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对日常

俗世生活的居高临下，自属于別一世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派散文的日常抒写不仅仅规约

于都市文化背景，还有着诸多现实的因素。如：20 世纪 40 年代的上海同中国的其他很多地方

一样，处于国民政府与日伪政府腐败混乱的统治之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由紧

张的时局带来麻木的精神，更进一步使得包括散文在内的都市文学整体倾向于都市人个体的生

存及烟火俗世。

海派散文作家群是在二十世纪 30 年代“形形色色，新的旧的，右的左的，中的西的，都

在各显神通”的文化气氛中崭露头角的。海派散文的日常言说，没有左翼杂文的战斗性，与林



语堂、周作人式的闲雅、清谈、自我等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它是一种平等的融入，把生命的

意义寄托于生活。其对“日常生活”的抒写不是“载道”，而是发现生活本身的美、幸福与乐

趣，是传统文学中居于主流之外市井生活的发展与扩张。海派小说中当然也有日常性抒写，典

型的比如予且与张爱玲，较之海派小说，海派散文更为直接地呈现出海派文人的真性情。它让

我们真切地感觉到作家本人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冋归与肯定，是生活中的人，更是现实中的人。

对曰常生活的亲近，其实质即是向现实中“人”的冋归。传统文化是无我的，重群体不重个体

。而人是生活于具体生活中的个体，现实中的人很难做到纯梓，肯定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也就

是在肯定人的合理性与个性。生活的现实虽然琐碎无奇，但是有铁硬的事实与根基，在形而下

中自有“道”。海派散文清晰地再现了海派文人现代性的“人格”及思想文化的新气象。海派

散文所展示的都市生活样式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对现代中国都市性与都市文化的创造，也同时

凝缩与映现了行进中的现代中国都市人心灵的历史。

表现生活本身的“美”是海派文人本能地呈现，也是一种有意识地追求。在都市生活与消

费文化的刺激下，海派文人对于世俗人生的表现是自然的而非做作的，往往有着切实的现实生

活场景，为人姿态平和，市民腔，平民状，没有架子，因为作者本身已是市民中的一员。但另

一方面，当市民文人有着生存的考量，进而想到作品的效应时，其从低就俗，偏爱一般，力主

安稳，亲近大众等文体品格即显示出了有意识地一面，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流布与发展之下，

市民大众的文学消费趣味必须给予考虑与重视。然而，在“迎合”与“适应”市民文学消费趣

味的同时，海派散文还必然有着“尖新”的一面。追新与善变是现代都市人克服被弃焦虑的一

种方式，作为市民文人，既要“为读者写好看的文章”，同时还要给予他们一点“别”的东两

。“迎合”当中还有“引领”，海派散文“引领”的一面常常表现为大胆直言，多发奇论，有

着“现代人奇异的智慧”。这种“通俗”与“尖新”并存一体的海派散文规约于消费与资本的

逻辑，也自然带有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对都市文化的反思意味。

海派散文的这种“实”生活的审美，似在揭示一个“此刻的世界”。它没有历史感，所有

的一切都处于一个平面的现实世界。“往昔”与“未来”仿佛已无意义，唯有“当下”方为“

根本”，执着于存在的本原，意味着浮世的悲欢。

三、近现代中国工商文化的精神标识

正是因为工商文化的主导，海派散文实现了从传统乡土散文到都会散文的转型。在中国传

统的奴隶与封建制时代，当然也存在着附属于农耕经济的商品交换与消费形式，但在以乡土文

明主导一切的时代，其中的消费文化与商业形式总有着浓重的乡土中国的意味，是一种农商的

形式与性质。在近现代以来特別是 1930—1940 年代的上海，作为乡土文明价值核心的诸如忠

孝、信义、廉耻等，已然失去了故有的光芒。文学文体的变化也正意味着文化人人生价值观念

的变迁，趋向一种奢华、好动、重利、求乐、寻变、尚俗的转变。或者说，海派散文与工商文

化冇着通约与趋同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现代中国工商文化的标识。



散文作为一种文体与文化之间，自古有着较之其他文类更为直接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这

种密切的关系不仅体现在散文的实用因子与中国尚实用理性的契合，还体现在两者于人的情感

与心灵的共质。从文化竹学的角度来说，散文是人的精神创造物，而人又是文化的动物。“人

的身上如果没有文化或者说人失去了创造文化的能力，人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散文

的文化本体性与文学的审美性是一种知性与感性的交融，理性与诗性的结合。海派散文正体现

了市民文人基于吴越文化基底上的都市文化的认同，并因之形成价值观与荣誉感，以同情与欣

赏的态度感觉它、描述它以至建构它。其审美自觉性主要通过如下方面得以实现：

一是文化趣味。海派散文的整体特点是自然朴实中的蕴籍圆融、浅近通俗，表现出市民日

常俗世的喜怒哀乐与真实的情态。其所追求的是一种世俗化与商业化的轻文学性的散文文体。

海派散文没有京派散文、“鲁迅风”杂文等的理想化姿态与俯瞰世间苍生的精英色彩，而是力

求与广大都会市民文化趣味的融通，潜人都市日常生活的深处，以自我经验的方式关怀生活的

真实与常识，从日常生活最琐屑的基底出发，发现与如实地描绘庸常生活本身的乐趣与力量，

表现出浓郁的市民意识、世俗意识、市井意识，追求散逸、精巧的享用性，力求使人感到愉快

，引起兴趣，显示出市民文人本身的浮华、精明，实惠。它远离时代历史，漠然于国家民族相

关的历史事件，充分体现出市民散文的商业消费性。

二是文化气质。散文文体的文化本体性决定了其与主体人格的同构。海派散文 M 示出了市

民文人相对稳定的生活化的，无序而自然的个性特点与风格气度，不求深刻与庄严，自由散漫

，甚至“粗鄙”，带有些许的市井气。当然，作为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现代都市，又决定了海

派散文及海派文人的现代质。

三是修辞的经营。为了达到散文文体的商品化与流行性，市民文人在行文风格、叙述腔调

、描写手段等方面，皆显现着一种都市人的精神品性。海派文人以庸常生活与俗人的意识放逐

雅正与庄严，追尚幽默与轻松。他们排斥说教，自然本色，凡人凡语，甚至发奇论，造噱头，

以通俗化、世俗化以至低俗化的描写超越与消解着一切，体现出一种商业化的审美情趣，也契

合海派文人自我及全体现代都市人彷徨无据及颓废的心理状态。海派散文的商业化与世俗性，

也正是海派散文的现代性。它反叛传统，强调竞争、松散、欲望、装饰与实利等，凸显着“现

代”的“市”以及现代人的压抑意识与疯狂意识。当然，作为进行中的现代中国都市文化，海

派散文也似乎始终隐现着乡土文化的印记与原初的创伤经验，体现出中国式现代都市文化的品

格。

海派散文是属于城市的，本质是属于生活的，是散文的生活化。散文对身边琐事的日常性

抒写，在“五四”时期曾为一时之尚。其根源则是“五四”时期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发现，影响

了“五四”散文对人生世俗的体察与描写。1920 年代末，社会矛盾急剧动荡，加之作家思想

的转变，规约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身边琐事”似乎变得无谓，生活化的散文失去了往日

的风光。恰在此时，海派散文却接续和发展了生活化散文的传统。在复杂的言说语境与都市环

境的刺激下，海派文人几乎完全由社会归向个人，远离了传统的“神圣性”，加重加浓了散文



小品的消逍性、世俗性及人生风味的吟颂。点点滴滴，似乎都在彰显着工商经济漩流中的市民

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

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爱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

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

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当然，对商品

经济的适应及其对政治的远离在刺激着市民散文发达的同时，也导致市民散文带有着负面的因

素。畸形的都市生活及其规约下的城市文化也有着不健康的东西，势必会影响着海派散文的品

格。海派散文唯求个人委曲求生、苟且偷生、现世安稳的心态与生存之道一定程度上是以放弃

对人性与文学之尊严作为代价的，势必降低“五四”以来所开辟的“人的文学”的底线。海派

散文中也时有着市侩气等恶俗性的一面，亦有着对趣味享乐等的欣赏、追尚以至对现实的规避

等，但不管怎么说，海派散文的生活化与城市性是乡土中国土壤上的新现象，意味着新鲜与未

来，有着无比鲜活的生命力。海派散文呈现了乡土中国早期城市化的生活与精神的面影，对于

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必定有着一定的借鉴与启不意义。


